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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３ 名机车司机职业紧张应对调查分析
谷桂珍， 余善法， 周文慧， 吴辉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摘要： 目的　 探讨机车司机职业紧张应对水平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对某公

司 １ ４１３ 名男性机车司机进行了横断面调查， 包括普通客车司机 ３０１ 名、 货车司机 ６８３ 名、 运调车司机 ３５０ 名和高速

客车司机 ７９ 名。 调查内容包括采用职业紧张测量工具、 工作内容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等评价机车司机的应付策

略、 职业紧张因素、 紧张反应、 个体特征和社会支持。 对影响机车司机抑郁症状多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

　 不同年龄、 锻炼情况组间机车司机应对策略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 调查对象较常用 ／经常用的应对策

略是 “有效管理时间” （６１􀆰 ５９％）、 “与理解我的朋友交谈” （４９􀆰 ６８％） 和 “排列优先顺序， 逐个解决问题”
（４６􀆰 ９８％）。 相关分析表明， 应对策略与睡眠质量、 付出、 自尊感、 提升机会、 回报、 正性情绪、 躯体需求、 每日紧

张感、 对人的责任、 对事的责任、 角色冲突和心理需求呈正相关 （Ｐ＜０􀆰 ０５）， 与负性情绪、 工作前景、 工作不满意感

和角色模糊呈负相关 （Ｐ＜０􀆰 ０５）。 非参数检验显示， 应对策略评分高组的每日紧张感、 心理需求、 对人的责任、 对事

的责任、 组内冲突、 角色冲突、 付出、 回报、 躯体需求、 睡眠质量、 抑郁症状、 正性情绪、 自尊感评分高于应对策略

评分低、 中组 （Ｐ＜０􀆰 ０５）， 不同应对策略组社会支持、 负性情绪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显示， 应对策略不充分的机车司机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是应对策略充分者的 １􀆰 ５ 倍以上。 结论　 机车司机充分的应对

策略可以减少职业紧张、 抑郁症状的发生， 对其正性情绪的维护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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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策略是指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 对该环

境或事件做出了认知评价后， 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

采取的措施等。 正确、 充分、 有效的应对策略是控制

和降低不良应激不可缺少的方法和措施［１］。 个体应

对资源和方式作为职业应激的缓解因素， 是职业应激

的保护因素［２］。 加强应对资源对预防工作倦怠具有

重要意义［３，４］。 有报道显示［５］， 躯体症状与积极应对

呈负相关。 压力管理可明显提升男性的应对能力和自

信行为［６］。 建设性的应对是降低心理压力十分有效

的措施［７］； 应对紧张永远在路上［８］。 因此， 研究应

对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探讨提高和改进应对策略的措

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我们选择

某公司机车司机作为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
对其应对策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横断面研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对郑州某

公司 １ ５００ 名男性机车司机进行了横断面调查， 包括

普通客车司机、 货车司机、 客车调度司机、 货车调度

司机和高速客车司机， 收回合格调查问卷 １ ４８６ 份，
回收率 ９９􀆰 ０１％。 剔除问卷应答缺失数≥３ 个条目的

问卷后， 最终获得合格问卷１ ４１３份， 合格率 ９４􀆰 ２％，
包括普通客车司机 ３０１ 名、 货车司机 ６８３ 名、 客调司

机 ８５ 名、 货调司机 ２６５ 名、 高速客车司机 ７９ 名。 所

有调查对象均签定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经河南省职业

病防治研究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编号： 豫职防

科审 ［２０１２］ ０１）。
１􀆰 ２　 方法

采取自填和调查员询问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对象

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主要采用职业紧张测量工具、 工

作 内 容 问 卷 和 付 出⁃回 报 失 衡 （ ｅｆｆｏｒｔ⁃ｒｅｗａｒｄ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ＲＩ） 问卷等调查机车司机的应对策略、
职业紧张因素、 紧张反应、 个体特征和社会支持等。
本次问卷均已在多项研究中使用，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水平。
１􀆰 ２􀆰 １ 　 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量表由 １０ 个条目组

成［９］， 包括控制策略因子和支持策略因子， 主要调

查研究对象应付紧张采用的应对方式的使用频度。 每

个条目有 ４ 个选择， 从来不用 ＝ １ 分， 偶尔用 ＝ ２ 分，
较常用＝ ３ 分， 经常用 ＝ ４ 分。 评分越高表示应对策

略越充分。 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３。
１􀆰 ２􀆰 ２　 职业紧张因素及其相关因素测评　 使用修订

的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对职业紧张因素进行测评［９］。
本研究中采取的外在付出、 回报和内在付出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是 ０􀆰 ７８、 ０􀆰 ６３ 和 ０􀆰 ８４， 组间冲

突和组内冲突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５、
０􀆰 ８８； 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

为 ０􀆰 ８５、 ０􀆰 ８１。 使用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对个体特征

因素进行测评。 自尊感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７５；
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因子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６０ 和 ０􀆰 ７７。
１􀆰 ２􀆰 ３　 抑郁症状和其他健康状况调查　 采用抑郁自

评问卷中文译本测评［９］。 该量表由 ２０ 个条目组成，
主要观察调查对象做事时注意力集中情况、 自我感

觉、 自我认识、 自我评价及对未来是否充满希望等情

况， 分值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
１􀆰 ２􀆰 ４　 社会支持测评　 社会支持包括上级支持、 同

事支持和家庭支持， 共 １２ 个条目， 问卷设计中对社

会支持进行了反向赋分， 即评分越低， 表示社会支持

越多。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７４。
１􀆰 ２􀆰 ５　 工作满意感调查　 采用经修订的 ＯＳＩ 问卷中

工作满意感量表［９］。 该量表由 １２ 个条目组成， 问卷

设计中对工作满意感进行了反向赋分， 即评分越低，
工作满意感越高。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１。
１􀆰 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 建立数据库，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 参照文献 ［１０］ 的处理方法对调

查对象的年龄、 工龄和应对策略评分进行初步分析。
调查对象应对策略评分属于偏态分布， 采用 Ｍ 和

Ｐ２５、 Ｐ７５进行描述； 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比较两

组组间应对策略评分， 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比

较多组组间应对策略评分， 采用 ＳＮＫ 检验进行组间

两两比较。 应对策略评分与职业紧张得分的相关分析

采用 Ｓｐｅ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 以应对策略评分的上、 下

四分位数为界， 将被调查对象分为应对策略评分低、
中、 高三个组。 以正性情绪、 抑郁症状为因变量， 以

职业紧张及其相关因素、 应对策略和个体特征等为自

变量［１０］， 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不

同特征、 职业紧张因素及其相关因素、 应对策略对正

性情绪、 抑郁症状的影响， 职业紧张因素和职业紧张

反应均以评分均数为界值进行区分， 以＜评分均数为

参照组， 以≥评分均数为比较组。 年龄、 工龄等以连

续性变量引入方程。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调查对象一般特征及应对策略评分

１ ４１３ 名调查对象年龄 ３３􀆰 ９２ （ ２７􀆰 ８３， ４３􀆰 ５８）
岁， 范 围 ２０􀆰 ５０ ～ ５９􀆰 ５８ 岁； 工 龄 １２􀆰 ２５ （ 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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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７５） 年， 范围 １􀆰 ３３ ～ ３７􀆰 ５０ 年。 应对策略评分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 为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分， 以

≤２０􀆰 ００ 分、 ２１􀆰 ００ ～ ２７􀆰 ００ 分、 ≥２８􀆰 ００ 分分为应对

策略评分低、 中、 高三个组， 各组分别为 ４２６、 ６６７、
３２０ 名。

由表 １ 可见， 不同年龄、 锻炼情况组间机车

司机应 对 策 略 评 分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Ｐ ＜
０􀆰 ０１） ， 不同岗位、 文化程度、 工龄、 吸烟与饮酒

情况组间应对策略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０５） 。

表 １　 机车司机一般特征分布及应对策略评分 （ｎ＝ １ ４１３）

特征　 　 　 　
调查人数

［ｎ （％） ］

应对策略评分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
Ｈ 值 Ｐ 值 特征

调查人数

［ｎ （％） ］

应对策略评分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
Ｈ 值 Ｐ 值

岗位 ７􀆰 ９９６ ０􀆰 ０９２ 工龄 （年） ０􀆰 ０５８ ０􀆰 ９７１

　 高速客车司机 ７９ （５􀆰 ５９）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８􀆰 ００） 　 ≤１０ ６２６ （４４􀆰 ３０）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普通客车司机 ３０１ （２１􀆰 ３０） ２３􀆰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９ （１４􀆰 ７９）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货车司机 ６８３ （４８􀆰 ３４）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０ ５７８ （４０􀆰 ９１）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客车调度司机 ８５ （６􀆰 ０２） ２４􀆰 ００ （２１􀆰 ００， ２７􀆰 ００） 吸烟情况 ０􀆰 ８３６ ０􀆰 ６５８

　 货车调度司机 ２６５ （１８􀆰 ７５）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吸烟 ７３４ （５１􀆰 ９５）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文化程度 ０􀆰 ０５８ ０􀆰 ９７１ 　 不吸烟 ６０４ （４２􀆰 ７５） ２３􀆰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初中及以下 ３８ （２􀆰 ６９） ２４􀆰 ００ （２１􀆰 ００， ２７􀆰 ００） 　 已戒烟 ７５ （５􀆰 ３０） ２４􀆰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７􀆰 ００）

　 高中 （含中专） ８４９ （６０􀆰 ０８）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饮酒情况 ０􀆰 ４０３ ０􀆰 ５２５

　 大专及以上 ５２６ （３７􀆰 ２３）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饮酒 ６８２ （４８􀆰 ２７） ２３􀆰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年龄 （岁） ９􀆰 ３２ ０􀆰 ００９ 　 不饮酒 ６８３ （４８􀆰 ３４）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３０ ４９０ （３４􀆰 ６８） ２４􀆰 ００ （２１􀆰 ００， ２７􀆰 ００） 　 已戒酒 ４８ （３􀆰 ４０） ２４􀆰 ００ （１８􀆰 ００， ２９􀆰 ００）

　 ３０～４０ ４４６ （３１􀆰 ５６） ２３􀆰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锻炼情况 －２􀆰 ６３９ ０􀆰 ００８

　 ＞４０ ４７７ （３３􀆰 ７６）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８􀆰 ００） 　 锻炼 ４５２ （３１􀆰 ９９）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８􀆰 ００）

　 不锻炼 ９６１ （６８􀆰 ０１） ２３􀆰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 ２　 应对策略使用情况

机车司机较常用 ／经常用应对策略由高到低分别是

“有效管理时间” “与理解我的朋友交谈” “排列优先顺

序， 逐个解决问题” “尽量避开问题， 对情况做透彻的

思考” “扩大工作以外的兴趣和活动” “将注意力集中

在某一特定事物或问题上” “以非情绪的方式， 尽量客

观处理问题” “超前计划” “寻找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
“求助于爱好和娱乐”。 详见表 ２。

表 ２　 机车司机应对策略使用情况 人数 （％）

应对方式　 　 　 　 　 　 　 从来不用 偶尔用 较常用 经常用

求助于爱好和娱乐 １８７ （１３􀆰 ２３） ７４９ （５３􀆰 ０１） ２９０ （２０􀆰 ５３） １８７ （１３􀆰 ２３）

以非情绪的方式， 尽量客观处理问题 １６０ （１１􀆰 ３２） ７２４ （５１􀆰 ２４） ４０３ （２８􀆰 ５２） １２６ （８􀆰 ９２） 　

有效管理时间 ２８３ （２０􀆰 ０２） ２５６ （１８􀆰 １２） ６０５ （４２􀆰 ８２） ２６９ （１９􀆰 ０４）

与理解我的朋友交谈 １４５ （１０􀆰 ２６） ５６６ （４０􀆰 ０６） ４５５ （３２􀆰 ２０） ２４７ （１７􀆰 ４８）

超前计划 ３０９ （２１􀆰 ８７） ６１１ （４３􀆰 ２４） ３４１ （２４􀆰 １３） １５２ （１０􀆰 ７６）

扩大工作以外的兴趣和活动 １８９ （１３􀆰 ３８） ６４６ （４５􀆰 ７２） ３８２ （２７􀆰 ０３） １９６ （１３􀆰 ８７）

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特定事物或问题上 １９３ （１３􀆰 ６６） ６８５ （４８􀆰 ４８） ３７５ （２６􀆰 ５４） １６０ （１１􀆰 ３２）

排列优先顺序， 逐个解决问题 １８２ （１２􀆰 ８８） ５６７ （４０􀆰 １３） ４６８ （３３􀆰 １２） １９６ （１３􀆰 ８７）

尽量避开问题， 对情况做透彻的思考 １９２ （１３􀆰 ５９） ６３９ （４５􀆰 ２２） ４０５ （２８􀆰 ６６） １７７ （１２􀆰 ５３）

寻找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 ３２０ （２２􀆰 ６５） ６１５ （４３􀆰 ５２） ３３６ （２３􀆰 ７８） １４２ （１０􀆰 ０５）

２􀆰 ３　 应对策略评分与职业应激相关变量评分相关

分析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表明， 应对策略与睡眠质量

（ｒ＝０􀆰 １２６）、 付出 （ ｒ ＝ ０􀆰 １３７）、 自尊感 （ ｒ ＝ ０􀆰 ２３２）、
提升机会 （ ｒ＝ ０􀆰 １１０）、 回报 （ ｒ ＝ ０􀆰 １６５）、 正性情绪

（ ｒ ＝ ０􀆰 １２２）、 躯体需求 （ ｒ＝ ０􀆰 １５２）、 每日紧张感 （ ｒ
＝ ０􀆰 １０５）、 对人的责任 （ ｒ ＝ ０􀆰 ２３６）、 对事的责任

（ ｒ＝ ０􀆰 ２３４）、 角色冲突 （ ｒ ＝ ０􀆰 ２０４） 和心理需求 （ ｒ
＝ ０􀆰 ０７２） 呈正相关 （Ｐ ＜ ０􀆰 ０５）， 与负性情绪 （ ｒ ＝
－０􀆰 ０６３）、 工作前景 （ ｒ ＝ － ０􀆰 ２２５）、 工作不满意感

（ ｒ＝ － ０􀆰 ０９３） 和角色模糊 （ ｒ ＝ － ０􀆰 ２８７） 呈负相关

（Ｐ＜０􀆰 ０５）， 与工作稳定性、 抑郁症状、 社会支持、
组内冲突和组间冲突不相关。
２􀆰 ４　 不同应对策略评分组间职业应激相关变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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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策略评分高组的每日紧张感、 心理需求、 对

人的责任、 对事的责任、 组内冲突、 角色冲突、 付

出、 回报、 躯体需求、 睡眠质量、 抑郁症状、 正性情

绪、 自尊感评分高于应对策略评分低、 中组 （Ｐ ＜
０􀆰 ０５）； 应对策略评分低组工作不满意感、 工作前

景、 角色模糊评分高于应对策略评分高、 中组

（Ｐ＜０􀆰 ０１）； 应对策略评分中组组间冲突评分低于应

对策略评分高、 低组 （Ｐ＜０􀆰 ０１）； 不同应对策略组间

社会支持、 负性情绪评分差异不显著 （Ｐ＞０􀆰 ０５）。 见

表 ３。
表 ３　 不同应对策略评分组间职业应激相关变量评分比较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

变量　 　 　 　
评分低组

（４２６ 名）
评分中组

（６６７ 名）
评分高组

（３２０ 名）
Ｆ 值 Ｐ 值

职业紧张因素

　 每日紧张感 ９􀆰 ００ （７􀆰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８􀆰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１􀆰 ００ （８􀆰 ００， １２􀆰 ００） ２６􀆰 ６０ ＜０􀆰 ００１

　 心理需求 ９􀆰 ００ （８􀆰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８􀆰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８􀆰 ００， １３􀆰 ００） １５􀆰 ７８ ＜０􀆰 ００１

　 对人的责任 １１􀆰 ００ （８􀆰 ００， １３􀆰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３􀆰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６􀆰 ００） ５３􀆰 ８４ ＜０􀆰 ００１

　 对事的责任 １２􀆰 ００ （８􀆰 ００， １３􀆰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２􀆰 ５０ （１１􀆰 ００， １６􀆰 ００） ４３􀆰 ６９ ＜０􀆰 ００１

　 组内冲突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７􀆰 ００） ９􀆰 ０２ ０􀆰 ０１１

　 组间冲突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３􀆰 ００ （２１􀆰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５􀆰 ００） １２􀆰 １７ ０􀆰 ００２

　 角色冲突 ２４􀆰 ００ （１８􀆰 ００， ２６􀆰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６􀆰 ００ （２２􀆰 ００， ３１􀆰 ００） ４６􀆰 ４０ ＜０􀆰 ００１

　 角色模糊 １８􀆰 ００ （１５􀆰 ００， ２３􀆰 ００） １７􀆰 ００ （１３􀆰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８􀆰 ００） ４９􀆰 ９９ ＜０􀆰 ００１

　 付出 １８􀆰 ００ （１５􀆰 ００， ２１􀆰 ００） １８􀆰 ００ （１６􀆰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９􀆰 ００ （１７􀆰 ００， ２２􀆰 ００） ３９􀆰 ９６ ＜０􀆰 ００１

　 工作不稳定性 ７􀆰 ００ （７􀆰 ００， ８􀆰 ００）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９􀆰 ００） ７􀆰 ００ （６􀆰 ００， ８􀆰 ００） １４􀆰 ６９ ０􀆰 ００１

　 提升机会 ７􀆰 ００ （５􀆰 ００，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６􀆰 ００，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６􀆰 ００， ８􀆰 ００） ９􀆰 ５４ ０􀆰 ００８

　 工作前景 １６􀆰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８􀆰 ２５） １５􀆰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７􀆰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７􀆰 ００） ６２􀆰 ９７ ＜０􀆰 ００１

　 回报 ２７􀆰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９􀆰 ００） ２８􀆰 ００ （２５􀆰 ００， ３１􀆰 ００） ２８􀆰 ００ （２６􀆰 ００， ３１􀆰 ００） ２８􀆰 ９４ ＜０􀆰 ００１

　 躯体需求 ３６􀆰 ５０ （２８􀆰 ００， ４７􀆰 ２５） ４２􀆰 ００ （３２􀆰 ００， ５０􀆰 ００） ４３􀆰 ００ （３２􀆰 ００， ５８􀆰 ００） ３１􀆰 ０５ ＜０􀆰 ００１

紧张反应

　 睡眠质量 １８􀆰 ００ （１２􀆰 ００， ２４􀆰 ００） １９􀆰 ００ （１４􀆰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１􀆰 ００ （１５􀆰 ００， ２８􀆰 ００） ２６􀆰 ５８ ＜０􀆰 ００１

　 工作不满意感 ３０􀆰 ００ （２４􀆰 ００， ３６􀆰 ００） ２９􀆰 ００ （２４􀆰 ００， ３５􀆰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２􀆰 ００， ３４􀆰 ００） １７􀆰 ７０ ＜０􀆰 ００１

　 抑郁症状 ２３􀆰 ００ （１７􀆰 ００， ３０􀆰 ００） ２４􀆰 ００ （１７􀆰 ００， ３０􀆰 ００） ２５􀆰 ００ （１５􀆰 ００， ３５􀆰 ００） １３􀆰 ０５ ０􀆰 ００１

　 正性情绪 ２􀆰 ００ （０，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１􀆰 ００， ４􀆰 ００） ３􀆰 ００ （１􀆰 ００， ４􀆰 ００） １４􀆰 ８９ ０􀆰 ００１

　 负性情绪 ３􀆰 ００ （２􀆰 ００，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２􀆰 ００， ４􀆰 ００） ３􀆰 ００ （１􀆰 ００， ４􀆰 ００） ４􀆰 １７ ０􀆰 １２４

个体因素

　 自尊感 １３􀆰 ００ （１０􀆰 ７５， １４􀆰 ００） １３􀆰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５􀆰 ００） ５９􀆰 ９１ ＜０􀆰 ００１

缓解因素

　 社会支持 ２６􀆰 ００ （２２􀆰 ００， ３３􀆰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３􀆰 ００， ３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０􀆰 ００， ３４􀆰 ００） ４􀆰 ４６ ０􀆰 １０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 机车司机应对策略不充

分者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是应对策略充分者的 １􀆰 ５ 倍

以上。 充分的应对策略有利于机车司机正性情绪的保

护。 见表 ４。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 调查对象的整体应对水平中等，
２２􀆰 ６５％的调查对象应对策略使用较充分， 较以往对

货运调度员、 油田工人和企业员工的调查结果

高［１１～１３］， 其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的背景不同有关。
不同年龄组、 锻炼情况组间机车司机应对策略评分有

差异； 锻炼组应对策略评分高于不锻炼组， 与

Ｍｅｈｒａｂｉ 等［１４］研究结果相似。 从应对策略的使用情况

可见， 调查对象较常用 ／经常用的应对策略前四位是

“有效管理时间” “与理解我的朋友交谈” “排列优先

顺序， 逐个解决问题” “寻找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
有 ３３􀆰 ７６％较常用 ／经常用 “求助于爱好和娱乐”， 与

我们以往的研究［１２］及有关报道［１５］相似。 Ｃｈａｎｄｒａｍｏｕ⁃
ｌｅｅｓｗａｒａｎ 等［１６］对护士的调查结果是 “与理解我的朋

友交谈” （６９􀆰 ２％）， Ｇｈｏｌａｍｚａｄｅｈ 等［１７］的调查对象应

对紧张的策略主要是自我控制， 可见不同的研究对象

选择的应对策略方式不同。
本次调查显示， 不同岗位、 文化程度组间应对策

略评分差异不显著， 我们以往对企业员工的调

查［１１～１３］及有关报道［１５，１７，１８］ 显示， 不同岗位、 文化程

度组间应对策略评分差异显著； 不同吸烟与饮酒情况

组间应对策略评分差异不显著， 而 Ｃｈｅｎ 等［１９］报道的

吸烟和饮酒者应对策略评分高于不吸烟和不饮酒者；

·３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Ｆｅｂ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表 ４　 影响机车司正性情绪、 抑郁症状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ｓｘ值 Ｗａｌｄ χ２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正性情绪

　 工作满意感高 ／ 工作满意感低 ０􀆰 ８１１ ０􀆰 １２６ ４１􀆰 ５１６ ２􀆰 ２５ （１􀆰 ７５９～２􀆰 ８８１） ＜０􀆰 ００１
　 自尊感低 ／ 自尊感高 ０􀆰 ２７２ ０􀆰 １２０ ５􀆰 １７５ １􀆰 ３１３ （１􀆰 ０３８～１􀆰 ６５９） ０􀆰 ０２３
　 内在付出多 ／ 内在付出少 －０􀆰 ６９０ ０􀆰 １２４ ３０􀆰 ８８２ ０􀆰 ５０２ （０􀆰 ３９３～０􀆰 ６４０） ＜０􀆰 ００１
　 抑郁症状少 ／ 抑郁症状多 －０􀆰 ３３８ ０􀆰 １２４ ７􀆰 ４７６ ０􀆰 ７１３ （０􀆰 ５５９～０􀆰 ９０９） ０􀆰 ００６
　 应对策略多 ／ 应对策略少 ０􀆰 ４０５ ０􀆰 １２０ １１􀆰 ４７９ １􀆰 ５００ （１􀆰 １８６～１􀆰 ８９６） ０􀆰 ００１
　 每日紧张感高 ／ 每日紧张感低 －０􀆰 ４６４ ０􀆰 １３０ １２􀆰 ８３６ ０􀆰 ６２８ （０􀆰 ４８７～０􀆰 ８１０） ＜０􀆰 ００１
抑郁症状

　 工作满意感低 ／ 工作满意感高 －０􀆰 ４７２ ０􀆰 １４０ １１􀆰 ３８８ ０􀆰 ６２４ （０􀆰 ４７４～０􀆰 ８２０） ０􀆰 ００１
　 睡眠质量差 ／ 睡眠质量好 １􀆰 ３１１ ０􀆰 １３７ ９１􀆰 ４４６ ３􀆰 ７１１ （２􀆰 ８３７～４􀆰 ８５６） ＜０􀆰 ００１
　 应对策略少 ／ 应对策略多 ０􀆰 ４１５ ０􀆰 １３６ ９􀆰 ２９２ １􀆰 ５１４ （１􀆰 １６０～１􀆰 ９７７） ０􀆰 ００２
　 每日紧张高 ／ 每日紧张低 ０􀆰 ６９６ ０􀆰 １４７ ２２􀆰 ３７０ ２􀆰 ００６ （１􀆰 ５０３～２􀆰 ６７７） ＜０􀆰 ００１
　 内在付出多 ／ 内在付出少 ０􀆰 ５０８ ０􀆰 １４９ １１􀆰 ６６９ １􀆰 ６６３ （１􀆰 ２４２～２􀆰 ２２６） ０􀆰 ００１
　 角色模糊多 ／ 角色模糊少 ０􀆰 ５３０ ０􀆰 １３７ １４􀆰 ９１５ １􀆰 ６９９ （１􀆰 ２９８～２􀆰 ２２４） ＜０􀆰 ００１
　 心理需求多 ／ 心理需求少 １􀆰 ２２２ ０􀆰 １４４ ７１􀆰 ６１３ ３􀆰 ３９５ （２􀆰 ５５８～４􀆰 ５０５） ＜０􀆰 ００１
　 负性情绪多 ／ 负性情绪少 １􀆰 ００５ ０􀆰 １３８ ５３􀆰 ３３３ ２􀆰 ７３１ （２􀆰 ０８６～３􀆰 ５７６） ＜０􀆰 ００１

这些可能是研究对象的背景不同所致。
相关分析显示， 应对策略与睡眠质量、 付出、 自尊

感、 提升机会、 回报、 正性情绪、 躯体需求、 每日紧张

感、 对人的责任、 对事的责任、 角色冲突和心理需求呈

正相关， 与负性情绪、 工作前景、 工作不满意感和角色

模糊呈负相关， 与工作稳定性、 抑郁症状、 社会支持和

组内冲突、 组间冲突不相关。 我们之前对企业员工的调

查显示［１２］， 应对策略与社会支持和工作满意感呈正相

关， 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 Ｕｃｈｉｙａｍａ 等［２０］ 对护士的研

究显示， 社会支持与应对策略呈正相关。
应对策略充分者的每日紧张感、 心理需求、 对人

的责任、 对事的责任、 组内冲突、 角色冲突、 付出、
回报、 躯体需求、 睡眠质量、 抑郁症状、 正性情绪和

自尊感评分高于应对策略不充分者； 应对策略不充分

者工作不满意感、 工作前景、 角色模糊评分高于应对

策略充分者；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１１～１３］。 不同应对

策略组社会支持、 负性情绪评分差异不显著； 与以往

研究显示的不同应对组间社会支持、 负性情绪评分有

显著差异的结果不同［１１～１３］。
机车司机应对策略不充分者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

是应对策略充分者发生抑郁症状的 １􀆰 ５１ 倍； 应对策

略是机车司机自尊感的保护因素。 Ｈｉｒｏｋａｗａ 等［２１］ 发

现对医院工作人员进行压力管理干预可提高员工的应

对行为和自信行为， 减少依赖行为。 适宜的应对紧张

方法的培训可以降低职业应激程度［１５］。 企业可通过

对员工进行适宜的应对方法培训， 提高应对技能， 以

消除或减少其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职业应激， 提高健

康水平。

选择应对策略因人而异， 对有些人是放松的策

略而对另一些人可能就是紧张因素。 用人单位在采

取策略提高员工的应对水平时， 应结合员工的具体

情况如个性特征、 工作经历和社会支持等因素， 综

合考虑给予指导和帮助， 这样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本研究样本量大，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但横断面

调查设计是其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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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砷暴露 ４０ 周组愈

合面积达 ９１􀆰 ３４％。 提示长期砷暴露对细胞迁移影响

明显。 见图 ２ （封三）。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迁移实验结果显示， 对照组细胞侵袭

力在不同的染毒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砷暴露的细

胞在染毒 ３０ 周与 １０ 周组相比， 侵袭力明显增强 （Ｐ
＜ ０􀆰 ０１）， ４０ 周时是 １０ 周的 ２􀆰 ７８ 倍。 提示长期砷暴

露能增强细胞侵袭能力。 见图 ３ （封三）。
２􀆰 ３　 长期砷暴露对细胞恶性转化能力影响

０ 和 ０􀆰 ５ μｍｏｌ ／ Ｌ ＮａＡｓＯ２分别长期处理 ＳＶ⁃ＨＵＣ⁃１
细胞， 进行软琼脂克隆集落形成实验， 对照组几乎没

有克隆形成， 或克隆体积小 （集落细胞数＜ ５０ 个）。
长期砷暴露 ３０ 周后， 软琼脂上出现大量明显的锚定

生长集落， 体积更大， 个数呈无限增殖状态 （Ｐ ＜
０􀆰 ０１）。 见图 ４ （封三）。
３　 讨论

关于砷致癌的机制， 目前未能直接复制出有说服

力的动物模型， 而体外细胞模型试验也大多为 ２０ 周

以内的中短期研究， 长期低浓度砷暴露对膀胱癌发生

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不论在我国新疆、 内蒙、 甘

肃环境高砷暴露的省份， 还是在砷工业环境下的职业

暴露， 人群的暴露年限往往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１］。
因此， 模拟病区长期慢性砷暴露条件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正常细胞在多种原因长期作用下可出现细胞形

态和生物学特性的改变， 表现为无序生长， 侵袭能力

强和软琼脂集落形成， 该变化被定义为细胞的恶性转

化［２］。 本研究组前期分别用 ０􀆰 １、 ０􀆰 ５、 １􀆰 ０ μｍｏｌ ／ Ｌ

ＮａＡｓＯ２处理 ＳＶ⁃ＨＵＣ⁃１ 达 ４０ 代 （约 ２０ 周）， 结果表

明 ０􀆰 ５ μｍｏｌ ／ Ｌ ＮａＡｓＯ２组细胞增殖显著性最大［３］。 因

此， 本研究以 ０􀆰 ５ μｍｏｌ ／ Ｌ ＮａＡｓＯ２作为膀胱上皮细胞

低暴露浓度， 染毒 ４０ 周 （约 ８０ 代）， 随处理时间逐

渐增加， 细胞活性逐渐加强， 且细胞之间失去接触抑

制。 砷暴露 ４０ 周组划痕愈合面积可达 ９１􀆰 ３４％，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细胞迁移率接近 １００％。 砷暴露 ３０ 和 ４０ 周

时， 软琼脂实验细胞克隆形成率分别达到 ７􀆰 ２５％和

１０􀆰 ６７％， 虽然目前已有长期低剂量砷处理能够引起

ＨＢＥ 等上皮细胞增殖加快， 细胞发生恶性转化的报

道［４，５］， 但对膀胱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影响尚无报

道。 本研究表明， 长期砷暴露的 ＳＶ⁃ＨＵＣ⁃１ 可逐渐恶

转， 为砷致癌作用的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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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４９ （６）： ６７７⁃６８５．

［２１］ Ｈｉｒｏｋａｗａ Ｋ， 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 Ｔ， Ｔｓｕｃｈｉｙａ Ｍ，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ｆｆ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ｐ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Ｊ］ ． Ｉ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２， ５０ （６）： ４８７⁃４９８．

·０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Ｆｅｂ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